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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现当代研究史回顾

王晓鹃

［摘　 要］　 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仍然是从清末持续到 ２０ 世纪初的经今古文之争基础上展开

的，而“刘歆伪作说”的论争则是研究的核心问题。民国时期，主要以《左传》真伪问题为中心，并由此

延伸到对该书的性质、作者及成书年代等基本问题的讨论。建国前 ３０ 年，随着经学研究的边缘化，学

界逐渐展开对《左传》文史之争的讨论，且大多数学者认为其是史书。文革后，《左传》研究的核心由

文史之争逐渐转变为经史之争并达到了一个高潮。１９８０ 年代以后，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走出疑古

时代”的倾向，一些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受到学者关注。新世纪以来，学术思想更加

多元，研究角度愈发细腻，《左传》文学文化研究亦更趋热闹。

［关键词］　 《左传》学术史；真伪之争；文史之争；经史之争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我国最早以编年体写成的一部讲述春秋时代历史的史学名著。

《左传》长于记事，善于修辞，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左传》与《公羊传》、《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又是一部经学著作。因此，《左传》体现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与文学的高度统一。２０ 世纪以来，《左

传》研究仍然是在清末民初的经今古文之争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刘歆伪作说”的论争则是《左传》研

究的核心问题，并支撑起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体系。２０ 世纪《左传》学研究的最大成绩，就是对“刘

歆伪作说”的否定，但是《左传》研究中的经史身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大多未得到妥善解决，将来仍旧

是《左传》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疑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而不同时期的《左传》研究，由于历史背景迥异，

故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成果上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分三个历史时期简要介绍 ２０ 世纪以来

的《左传》研究情况，以期为 ２１ 世纪《左传》学的构建提供一些资料和建议。

一、民国时期

《左传》属于古文经，与今文经《公羊传》、《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今文经指西汉中期立于学

官的，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记录整理而成的《诗》、《书》、《易》、《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在今文

诸经中，最能反映今文经学学统的是《春秋公羊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不但在政治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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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阐发孔子大一统的精义为汉武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在学术上

通过吸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构起一个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体系。因此，汉武帝时的儒学独尊，实

质上是今文经学独尊，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的独尊。相对而言，用先秦古文“篆书”书

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具体指西汉末年刘歆力争所立博士的《古文尚书》、《逸礼》、《左传》和《毛

诗》。古文经学在王莽新朝盛极一时，到东汉获得更大发展，尤其是东汉后期，出现了马融、许慎、郑

玄等几位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他们深究经义，兼采今文之说，在学术上占有了压倒的优势。后来经

过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今文经学几乎丧失殆尽，而古文经学却流传不绝。事隔千年之后，在清末今

文经学才重新出现。

经今古文两家的争论从 １９ 世纪末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初期。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

是康有为和崔适。康有为承袭清末龚自珍、魏源和廖平等的观点，作《新学伪经考》，认为刘歆所力争

立博士的《古文尚书》、《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伪经”，而《左传》更是刘歆割裂

《国语》而成。刘歆作伪的目的是“自立新说以惑天下”，方法是削去《国语》中平王以前事，依《春秋》

以编年，又创为书法、日月例，并遍伪群经、增窜《史记》，制造出假的传承谱系以证实其伪。康有为的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春秋董氏学序》和《大同书》等文，不但奠

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体系，而且掀起了“今文经学”在经学史上的新高潮。今文经学的另一个代表人

物是崔述。崔述于 １９１０ 年作《史记探源》一书，进一步论证了刘歆伪造《史记》之说。在 １９１８ 年，他

又撰《春秋复始》，抬高《公羊》，认为《左传》与《梁》皆出自刘歆伪作。在《左丘明不传〈春秋〉》一

文中，崔述又发扬了康有为提出的刘歆分割《国语》而成《左传》的观点，集中辨驳了古文经的传授谱

系，以及左丘明受经作传之说。崔述鼎力支持康有为，从而使康氏之说在当时盛行一时。

古文经学的代表是章太炎和刘师培。章太炎是晚清古文经学家俞樾、孙诒让等著名学者的弟

子，也是“古文经学”的继承人，这使他不但与《左传》结下不解之缘，而且必须同“今文经学”展开斗

争。１８９１ 年，章太炎开始“分别今古”，标榜“古文经学”与康有为相抗衡，并最终确立起“六经皆史”

的古学宗旨①。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刘子政左氏说》和《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著作，都是针

对今文经的论说而发。刘师培出身晚清有名的经学世家仪征刘氏，故其《左传》研究继承了家学传

统，排杜崇汉，在收集前人旧注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左传》与《左传》学的特点。这无疑抓住了当时今

古文经学产生争端的要害。刘师培还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

化研究中来，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境界，著作主要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例略》、

《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和《读左札记》等，后均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

其实，康有为学说的真正意图是想通过打倒旧的思想体系，以达到维新改革的目的。康有为认

为二千多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以“伪经为圣法”的，即王莽朝所立

“伪经”的罪过。换言之，他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新莽以后的封建文化与封建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即通过对古文经的怀疑来否定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康有为对先秦两汉典籍中

大量存在的《左传》记载视而不见，这招致岭南学界的领袖人物朱一新的尖锐批评，认为是“合己说者

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与朱一新论学书牍》）。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反击正立足于此，而刘师培的

反击更激烈，也更有说服力，其《周季诸子述左传考》、《左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例序》、

《群经大义相通论》和《春秋三传先后考》等文，运用群经和诸子典籍与《左传》原文相互印证，证明

《左传》并非刘歆伪造，是成于先秦的史书，论证有理有据。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年仅 ３６ 岁的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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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病逝，标志着经今古文之争逐渐落下帷幕。

随着满清帝制的覆灭，封建经学渐趋式微，而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西方的新思想大量涌入中

国。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胡适在《新青年》第 ７ 卷第 １ 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掀起了一场在民国

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西方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今文学家的疑古辨伪精神相结合，使

此期的《左传》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著名的古史辨派登上历史舞台，代表性事件是 １９２３ 年顾颉刚

《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及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等文章的发表。古史辨派继承的还是清末

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人的观点。倡始者顾颉刚完全肯定了康有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方法，认为

《新学伪经考》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

禁表示十分的敬意”（《古史辨》第一册）。古史辨派的另一重要人物今文经学家钱玄同作《重论经今

古文学问题》（原名《重印新学伪经考序》），认为“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

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

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尤远过之”。

１９２７ 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发表《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旨在否定康有为等人的“刘歆作伪

说”。高本汉用《左传》来比较《书经》、《诗经》、《礼记》、《大戴礼》、《庄子》和《国语》等书，得出在周

秦和汉初，没有一种书和《左传》有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而最接近《左传》文法的是《国语》。高氏又

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最终得出《左传》是前四、五世纪的作品。高本汉关

于《左传》真伪及性质的看法，迅速激起学界的广泛讨论。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３７ 年十年间，围绕《左传》的

真伪、作者及成书时间等基本问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掀起《左传》和经学研究的新高潮。如：胡

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卫聚贤《左传之研究》、《季札观乐辩》、《春秋的研究》、《我们的朋

友———评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

古方音》、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春秋研究课旨趣

书》、《三统说的演变》、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陈景圣

《左传之真伪问题》、孙海波《国语真伪考》、卜德《左传与国语》、李审用《春秋左氏传凡例探源》、伍剑

禅《春秋左传引诗异同考》、钱玄同《重印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章

太炎《与吴承仕论春秋答问作意书》、蒋石渠《春秋左氏传言语学序》、方孝岳《左传略》、唐兰《与顾颉

刚先生论〈九丘〉书》、黄侃《书〈春秋左氏传疑义答问〉后》、张西堂《〈左氏春秋考证〉序》、童书业《国

语与左传问题后案》、黄萧《珂罗倔伦左传真伪考驳议》、郑师许《左传真相之先决问题》、张其淦《左

传礼说自序》、孙之舟《左传国语原非一书证》、孙易《春秋三传授受考》、陆修佑《读左分类选目》、俞

平伯《左传遇》、蒋庭曜《春秋左氏传言语绪言》、尚节之《左传国语易象释引言》、杨向奎《论左传“君

子曰”》、《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莫非斯《春秋和左传的关系》等。

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左传》本身的真伪。钱玄同赞成康有为和崔适的观点，认为

《左传》虽然是真书，但只是《国语》的一部分，且《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来。顾颉刚则沿袭刘逢

禄的意见，认为《左传》原是“杂记体之史”，今本《左传》是刘歆改造的结果。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很

大。卫聚贤认为《左传》和《国语》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左传》推崇的是“博物家”，《国语》崇尚的

是“知礼者”。孙海波与美国汉学家卜德则从不同角度论证《左传》与《国语》是不同的书，而杨向奎

则彻底否定了《左传》出于《国语》之说。二是《左传》的成书时间。卫聚贤在《左传真伪考跋》中，认

为《左传》成书于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前 ４２５ 年到前 ４０３ 年之间。胡适在《左传真伪考

的提要与批评》中，认为“至早当在前四○三年三晋为诸侯之后，或竟在三八六年田和为诸侯之后”。

钱穆等也持战国说。三是《左传》的作者。刘师培、方孝岳等坚持传统说法，认为作者是左丘明。卫

聚贤认为是子夏，钱穆认为是吴起（郭沫若后也持同样观点）。四是《左传》的性质。钱玄同、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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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都认为《左传》不是《春秋》的传，而黄侃、杨向奎等人则坚持《左传》的确是《春秋》之传。

从上述这些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古史辨派的身影。高本汉原本是要抨击“刘歆作伪说”，但事

与愿违，他提出的“《左传》和《国语》文法最近”的观点，无疑为古史辨派提供了口实并被其利用，如

莫非斯《春秋和左传的关系》一文，就是利用高本汉的方法，反过来证明《左传》和《国语》原本是一部

书。不过，高本汉用语法关系研究《左传》真伪的方法，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赏，如卫聚贤《左传真伪考

跋》云：“用这个方法去工作，坷氏算是第一人，我是很赞成的。”这种新颖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积极研

究成果对西方汉学界影响很大，对我国学者也提供了借鉴。

抗日战争开始后，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由于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而不得不避走大后方。１９３９

年，古史辨派的重要人物钱玄同病逝，这使古史辨派再遭重创，此后古史辨派便逐渐解散，而其倡导

的疑古思潮也逐渐回落。此时的《左传》研究，不再集中于《左传》的真伪及性质，而更多的和抗战主

题相一致，《春秋》的“尊王”、“攘夷”、“大复仇”等观念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度得以阐发。１９３７

年，周予同作《春秋与春秋学》一文，首先对各政治势力利用《春秋》学进行反动统治予以学术批评。

１９３９ 年，由锺泰讲，李敏信记录的《〈春秋〉之国家观与国际观》发表，积极倡导民族主义。１９４０ 年，杨

树达《“春秋大义述”序》、吴其昌《春秋的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潘重规《春秋公羊疏作者考》等文章

发表，用世之义很明显，就是告诫全国人民要努力抗争，并为抗日复国奠定政治伦理基础。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３ 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凌云《左传言礼本于周官经考》、欧阳学《左传研究》、易君左《春秋何

以为仁义法》、王焕镳《春秋攘夷说》等文章发表，革故鼎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１９４３ 年，杨树达

《春秋大义述》和李树桐《春秋的大一统主义与复仇主义》先后刊印，继续阐发“春秋大义”，以激励国

人抗战之志。蒙文通发表《论国语、家语皆为春秋》，坚持《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１９４５ 年，日本

战败。翦伯赞《春秋之义》，木强《读春秋公羊传》、《读春秋梁传》、《读春秋左传》，张西堂《梁春

秋考证（附春秋今古文异同表）》等文章发表，实为《春秋》经传在抗战结束的一种学术总结。抗战时

期，《左传》研究方面也有具体成果：如 １９４０ 年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出版。与梁宽、庄适 １９３４ 年出

版的《〈左传〉选注》（节选原文 １１ 节）相比，此书内容较丰富，文史兼顾，通俗易懂，是近代以来较好

的一部普及读物，建国后曾屡次再版。１９４４ 年，刘节发表《左传国语史记之比较研究》，再度反对《左

传》割裂说。

１９４６ 年，解放战争爆发。陈务去作《公羊学与专制政治》，针砭时政。１９４７ 年，陈盘《左氏春秋义

例辨》刊行，断定“刘歆分裂《国语》以成《左传》，殆无可疑者”。叶华发表《左传之编者时代问题》，认

为《左传》成于秦火之后，由于忽视了大量先秦文献，故结论难以成立。秦同培《左传精华》在世界书

局出版。此书精选《左传》中多则经典战役，注释详尽，翻译流畅。１９４８ 年，罗倬汉《左传著作年代试

探》发表，认为《左氏》原为《春秋》编年之书，成书于战国之末或秦汉之际，再次否定刘歆“伪作”说。

不过，相对于二、三十年代的集中和深度，此时的研究沉寂多了。但是，经过二十余年大讨论，尽管有

些问题如《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左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等仍待商榷，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刘

歆“伪作”说根本不成立。

此外，民国时期从文学角度（散文）研究《左传》的寥寥无几。较早的要数梁启超于 １９２４ 年发表

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国语》，认为《左传》记事严谨分明，情节委曲简洁；记言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但介绍实在过于简单。１９３７ 年，陈柱《中国散文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

的散文通史，但十分简略，只有十余万字。陈柱认为《左传》文体风格在于体奇而变，此被《史记》继

承；《国语》则显得体整而方，此风格被《汉书》继承；而《左传》文体剪裁严密，也绝非如今文经学家所

说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１９３９ 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铅字排印本刊印，认为《左传》是《春秋》

之传无疑，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对《左传》的文法大加赞赏。１９４１ 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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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由中华书局印行。刘大杰认为《左传》具有“文史结合”的重要特点，而“时代是战国，作者是失名

了”。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吕思勉在《东南日报"文史周刊》发表《马先之〈左氏纂读〉跋》一文。与陈

柱相反，吕思勉认为《左传》以矜练为美，《史记》却以疏散取胜，并再次反驳刘歆伪造说。１９４８ 年，柳

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出版，认为《左传》“故事概见完整详尽，书写亦极流畅宣达”，并认为《国语》

也是左丘明所作。这些论述，大多见于文学史或散文史，虽然对《左传》有讨论，但是过于简略，并未

对《左传》作为文学名著的种种特点和杰出成就详加分析，故结论难免不尽人意。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３０ 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３０ 年是个约数，指的是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７７ 年。这 ３０ 年，我国在国家建设、外

交、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思想诸领域发生了诸多变化，导致这一时期的《左传》研究呈现出极其鲜

明的时代特色。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七年”时期。

十七年时期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１７ 年，即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６６ 年。新中国建立后，首先面临意识形态

领域的巨大变革。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是摆在大家面前的迫切问题，也是棘手问题。从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５ 年，中共中央连续开展“五反”运动、“新三反”运动、批判“胡风集团”运动和“肃反运动”，试图

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改造。同时，全国对胡适的思想进行全面批判。这意味着胡适倡导的实证主义

和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均被逐渐抛弃，对《左传》的科学质疑也就相应弱化，故此时的《左传》研究几

乎停滞，唯有的两个成果，一是陈咏《试谈左传的文学价值，并与巴人同志讨论郑庄公的典型形象》

（《光明日报》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和《略说左传创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光明日报》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两文。陈咏把《左传》作为纯文学，将其与小说创作等同，对以前研究者在文学领域中排斥《左

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对《左传》的人物描写技巧发表了精到的意见，在建国后的《左传》人物研

究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但显然矫枉过正。二是瞿蜕园《左传选译》于 １９５５ 年在春明出版社出版

（１９８１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作者分十个单元介绍了《左传》中一些精彩的故事和史实，译文畅

达、注释简要，是建国初最早的《左传》选译本。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２８ 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左传》研究随即略有起色。１９５６

年，朱东润选注《左传选》出版。全书采用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以时间为序，主要介绍郑庄公、诸侯弭

兵等历史人物与重大事件，与清代马《左传事纬》单纯从历史研究有所不同，但选文只有注释，没有

译文，注释以杜预和洪亮吉的观点为主，整体看还是过于简略。１９５７ 年，郭沫若发表《述吴起》，认为

《左传》的作者是吴起，应该是受到清代学者姚鼐的影响；王玉哲《左传解题》和苏渊雷《左传·国

语·左传》两文，则侧重从历史角度研究《左传》。同时，杨公骥《中国文学》出版。作者用一节专门

论述《左传》，对《左传》的叙事赞赏不已，并选释《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从文学手法、阶级根性等方面

具体分析了郑庄公等历史人物形象，作者囿于阶级立场，论述仍显拘谨。

１９５８ 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先后在全国展开。１９５９ 年，尽管苏联撤退专家，但

在自力更生的时代热情鼓励下，《左传》研究还是取得一点成绩，即清代皮瑞锡《经学历史》和刘文淇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先后出版，严修《批判高本汉和胡适对吾我、尔汝的错误论点》和郭维森《左

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等文也先后发表。郭维森肯定《左传》对贵族阶级荒淫无耻生活的揭露和

人民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左传》的民本思想，观点符合时代和阶级潮流。１９６０ 年，我国国民经

济开始出现严重困难局面。１９６１ 年，施瑛《左传故事选译》在中华书局出版，主要针对少年儿童，通俗

简单。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艺八条》。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９ 日，《光明日报》刊发徐中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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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写作时期和作者》，认为《左传》成书于前 ３７５ 年至前 ３５２ 年之间，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

白寿彝发表《论〈左传〉三事》（《光明日报》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纯粹从历史学角度解读《左传》的

叙事。

１９６３ 年，全国文艺界批判运动开始，次年开始扩大到学术界。金德健《司马迁所见书考》出版，仍

含混地认为《左传》和《国语》是一本书。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出版。韩席筹与陈咏相反，坚持《左

传》是史书，但因成稿在 １９４０ 年，且思想和方法都较为陈旧，招来很多批评，如谢祚《整理古籍不应宣

扬封建思想———评左传分国集注》就是其一。徐中舒《左传选》出版。此书是为全国高等院校历史学

科编的教材，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以编年史为辅，注释简单，体例简明，并重申《左传》是我国最早的一

部长于修辞的史学著作的观点。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被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但和中

国社科院编《中国文学史》相比，观点更谨慎。此外，胡念贻《论〈左传〉叙事的倾向性》、郭双成《略论

〈左传〉关于战争的描写》、谭家健《从郑庄公看〈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些特点》、曹道衡《论〈左传〉的

人物评述和描写》、仲岚《从〈左传〉的分国集注谈重印古书应该整理异体字和改换通假字》、曹荃《读

左传随笔二则》和陈仲庚《〈左传〉中的病理心理学思想》等文先后发表。其中，郭双成对《左传》的战

争做了综合研究；曹道衡提出《左传》是“史传文学”的观点，显然和陈咏、韩席筹、徐中舒一样，都是对

《左传》究竟是史学还是文学的性质之争，可视为古史辨派的余续；胡念贻和陈仲庚之文，则在论题上

显得新颖、可贵。

１９６５ 年春至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属于“文革”时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凋零萧瑟，《左传》研究自然没有

任何科学成果可言。

综上，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庸俗社会学思想的蔓延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我国传统的

经学研究被边缘化，《左传》研究领域也基本上将其视为史书，研究话题大多集中在《左传》的民本思

想、爱国主义、战争、语言和人物等方面，有些观点也有意迎合时代。至于译注类，主要是普及读物和

高校教材，通俗易懂，学术性相对较弱。显然，此期的《左传》研究还处在低谷时期。

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败退时，从大陆带走大批学者。经过短暂的沉寂后，这些赴台学者便成为台湾《左

传》研究的领军人物，先后出版一批论著。如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１９５８），着意考证经今古

文的真相，具有辨明古史及阐发学术指向的双重意义；周法高《周秦名字解诂汇释》（１９５８）与《周秦

名字解诂汇释补编》（１９６４）等著作，对《春秋》经传所见名字一一作了训释；周何《春秋吉礼考辨》

（１９６１），主要考证《春秋》经传有关吉礼的文献；张以仁《论〈国语〉与〈左传〉的关系》（１９６２），在比较

《左传》与《国语》之异同的基础上，断定《左传》、《国语》并非一人一时所作，对经今文派所持《左传》

从《国语》割裂而来的观点进行驳斥；戴君仁《春秋辨例》（１９６４），简明讨论了《春秋》的经学地位、义

例、三传名氏称谓等问题；刘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义述》（１９６２）等，以《左传》为本，旁及《史记》与诸

子，证明《左传》是成书于先秦的古籍，并非刘歆伪造；叶政欣《春秋左氏传杜注释例》（１９６６），通过杜

预注来阐发《春秋》经传大义；程发轫《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１９６７），对古历推算和地理沿革颇有新

见；左松超《左传虚字集释》（１９６９），对《左传》的介词做了考证；陈?《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异》（１９６９），历时十年始成，广泛收集近代出土的古器物文字，引用五百余种参考书，对清儒顾栋高

《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所载的春秋 ２０９ 个方国的爵、姓、始封、都、存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和辨析，并补充纠正了顾氏著作中的错误之处，对研究古史贡献极大。１９７０ 年代，陈舜政译有《高本

汉左传注释》（１９７２），重点在训诂与古代语音，对学界了解高本汉和欧洲《左传》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１９７２），较早从文化角度探讨《左传》的赋诗引诗情况；方炫琛《春秋左传

刘歆伪作窜乱辨疑》（１９７９），则再次批驳刘歆伪作说。整体而言，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左传》

研究，仍然是在经今古文之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台湾继承了清代的朴学传统，重视考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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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经学领域探幽索微，故在《左传》研究方面有新成绩。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３０ 年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３０ 年也是约数，指的是 １９７８ 至 ２００９ 年，即新时期 ３０ 年。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２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

策，这预示着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将再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与社会科学的诸学科

一样，《左传》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３０ 年逐渐迎来发展和繁荣期，内容广阔，成就卓著。此

期的《左传》研究可分三个阶段：１９８０ 年代、１９９０ 年代和新世纪时期。

（一） １９８０ 年代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８２ 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开始实施恢复高考、为知识分子平反、拨乱反正等一

系列政策，彻底解开了套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使他们重新满怀激情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在

这五年间，广大知识分子被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民国时期培养的学者厚积薄发，涌现出几

部极有价值的学术专著，成为《左传》研究的里程碑：一是 １９７９ 年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的《左传

正义》的出版。《左传正义》征引广播，内容宏富，分析精当，沟通古今，融汇中外，是我国此期唯一高

质量的专著，和当时的许多单篇论文相比，《左传正义》显然更严谨，更有体系，代表《左传》研究史的

开始。二是 １９８０ 年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研究》的出版。《春秋左传研究》多有真知灼见，获得许多

好评，如方诗铭《春秋左传研究》再版校订说明曾说，“童先生以考据的方法研究理论。学界很多人认

为《春秋左传考证》以社会发展观念审视古籍，考求春秋这一中国古代社会变化最激烈时期的历史真

相”，确实是一部值得阅读的著作。三是 １９８１ 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的出版。此书历时二十余年，

是百年来对《左传》经传作校勘、注释并在注释内容和整理体式上都有创新和突破的唯一著作，无疑

是《春秋左传》集大成之注本，功德无量。作为《春秋左传注》的姊妹作，沈玉成《左传译文》也先后出

版。这两本书相辅相成，对《左传》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五年间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即 １９７９ 年前后，徐仁甫连续发表《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

（１９７８）、《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１９７９）、《论刘歆作〈左传〉———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

商榷》（１９８１）、《再论刘歆作〈左传〉———从〈左传〉的事实和语言研究证明〈左传〉成书在刘向后》

（１９８１）等文，再次提出刘歆伪作《左传》的观点（后结集为《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出

版）。徐仁甫坚守的还是清末刘逢禄、康有为和崔适等今文学家的立场，其考证也越发细致，结论也

更肯定。本来，自古史辨派之后，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沉寂，而徐仁甫 ３０ 年后旧事重

提，自然令学界意外。宋敏《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商榷》（１９７９）、洪成玉《左传的作者决不可能

是刘歆———与徐仁甫先生商榷》（１９７９）、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１９７９）、赵光贤《左传编纂考》

（１９８０）和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辩》（１９８１）等文先后对徐仁甫的观点进行批驳，尤其

是胡念贻的《〈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辩》一文，通过有力的证据，指出徐仁甫的结论是通过主观

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经过这次总清算，刘歆伪造《左传》说终于有了明晰的结论。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９ 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深入人心。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治国思想，使全国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中国的学术研

究终于走上正轨。１９８９ 年，山东泰安市召开左丘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纪念左丘明学术研讨

会，标明大陆《左传》研究全面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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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年代，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仍然有一定影响，《左传》研究从五、六十年代的文史之争逐渐演

变成经史之争。如李学勤、徐复观、杨向奎等人继承传统看法，认为《左传》是《春秋》之传，杨伯峻、沈

玉成、聂石樵诸人，也坚持《左传》完全是为了解释补充《春秋》，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还列出了

《左传》释经的几种方式。台湾学者戴君仁等编著《春秋三传研究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１９８２），逐条陈述各派意见。台湾学者张高评《左传导读》，从体例、文法和修辞等文学角度多方面证

明《左传》确实是释经之书：“《左传》之书法义例，诚《春秋》之传；据事直书，则《春秋》之法；属辞比

事，洵《春秋》之教；显幽阐微，乃《春秋》之旨；劝善惩恶，固《春秋》之训；界严华夷，为《春秋》之诫；正

名辩实，是《春秋》之义；传文缓旨，亦《春秋》之趣。”①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左传》是史书，除

顾颉刚、韩席筹外，尚有吕思勉、赵光贤、胡念贻、张涤云和台湾学者顾立三等人。顾颉刚讲授、刘起

荱整理《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 １９８８）、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赵光贤《左传编纂考》（１９８０）、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辩》（１９８１）与顾立三《左

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３），大都认为《左传》是独立于《春秋》之外的先秦史

书，《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则是后人陆续窜入的，而张涤云进一步断定解经之语是刘歆窜入的（《〈左

传〉澄源》，１９８７）。但是，由于缺乏对《春秋》与《左传》等经学根本问题的深入研究，１９８０ 年代的《左

传》经史之争在学术上暂成持平之势。

同时，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考证很热烈。杨伯峻和赵光贤根据《左传》的史实和预言

等判断《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与 １９５０ 年代徐中舒的观点相同，如徐中舒推断为公元前 ３７５ 年至公

元前 ３５１ 年，杨伯峻推断为公元前 ４３０ 年以后，公元前 ３８６ 年田和为王以前，赵光贤推断为公元前 ３７５

年至公元前 ３５２ 年之间。但是，少数几个代表性的预言并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如王和《论〈左传〉的预

言》（１９８４）一文，就认为《左传》的预言来源不一，根据不验的预言断定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值得注

意的是，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华学艺社 １９３３，１９８９ 再版）通过对《左传》所

记各年岁星所在之次不是当时实际观象所得，而是根据公元前 ３６５ 年所观测之天象，以此年为标准

的元始年而来逆推，推断《左传》成书当在公元前 ３６５ 年之后，颇有说服力。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左氏

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通过对《左传》卜筮预言的分析，《左传》当成于秦孝公之前。郑君华《略

论〈左传〉成书年代的有关问题》（１９８４），指出《左传》成书在春秋末年战国之初，即公元前 ３５３ 年至

公元前 ３４３ 年之间。陈茂同《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的年代问题》（１９８４）辨析了先秦典籍对《左传》的

征引情况，认为战国及秦汉时，《左传》己经流传于世，当成书于前 ４１５ 年之前。刘起荱《春秋三传及

国语之综合研究·后记》则推断《左传》成于战国中叶以前，而《左传》的作者可能与魏国及楚国均大

有关联（巴蜀书社 １９８８）。台湾学者刘正浩在《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中，通

过考察先秦诸子典籍征引《左传》情况，认为《左传》应成书于前四世纪初期。显然，１９８０ 年代大多数

学者都认为《左传》成于战国时期。但也有少数人坚持《左传》成于春秋末期，如胡念贻。相同的是，

学者们都认为《左传》经过了多次成书，如赵光贤《左传编纂考》说，“作为一部纪事体的史书，成书最

迟在前 ４３０ 年后不久；改变为编年体的记事兼解经的书，当在前 ３５２ 年之前”。胡念贻著的《〈左传〉

的真伪和写作时代考辩》也说：“《左传》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私家著

作。它在写作过程中当然参考了《鲁春秋》———我们见到的《春秋》。但它并不是为解释《春秋》而

作，它独立于《春秋》之外。后来有人陆续窜入了一些解释《春秋》的文字，这些文字虽然有的经过精

心弥缝，消灭了痕迹，但有许多却是窜入之迹宛然。……《左传》不是解经的书，解经的文字是后加

的。”关于《左传》的作者，在以前的基础上，赵光贤依据《左传》推崇鲁国和孔子的立场，新提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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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张高评：《左传导读》导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



传》作者是鲁国左姓人的观点。侯廷章《〈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１９８２）和赵淡元《关于〈左传〉的几

个问题》（１９８９），都以“左丘明作《左传》”为前提，一一列举历代持“左丘明说”的观点。在《左传》与

《国语》的关系上，台湾学者顾立三《〈左传〉与〈国语〉之比较研究》通过丰富的资料，坚持《左传》并

非由《国语》割裂而来的观点（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３）。谭家健《关于〈国语〉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问

题》则从二者的体例、思想等方面入手，认为《国语》的作者不是左丘明，很有可能是三晋史官

（１９８５）。王树民《〈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却认为《国语》的作者不出于一时一人，应是各国史官所作，

其编者是左丘氏（１９８６）。沈长云《〈国语〉编撰考》认为，《国语》是在战国时流传的各种《事语》基础

上编辑成书的，很可能是出于三晋人之手（１９８７）。霍旭东《〈春秋〉〈左传〉纪事的迄止年代》认为《左

传》的记事迄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在最后的记述中涉及到了鲁悼公四年和鲁悼公十五年的历史事实；

除附记外，《左传》实际上只记述了春秋时期 ２５５ 年的故事，仅比《春秋》记事多 １３ 年。而最后这段史

实的记述，与以前的“传”文体例不同，应该是《左传》完成以后的人补记的（１９８６）。郭天祥在《〈左

传〉迄年辨正》（１９８８）也提出相近论断。至于胡从曾《〈左传〉〈国语〉引谚之变例》（１９８３）和吴毓清

《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期音乐美学思想》（１９８３）等文，则属于基于《国语》的其他研究。这些探

讨虽然没有定论，但无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边缘化后，传统春秋经传研究在

１９８０ 年代渐有起色，《左传》学术史研究也相继展开，但着眼点只在经传的形成期汉代和集大成期清

代及个别大家身上①，与民国经学遥相呼应②。

１９８０ 年代，《左传》历史研究日渐丰富，既涉及思想、经济、土地、宗法、官制、城市、姓氏、谥号等传

统制度问题，又涉及地理、人物、典籍、历法、婚俗等具体历史考证，还涉及巫术、神学、祭祀、占卜、鬼

怪等宗教与哲学问题。这些研究，虽然建树尚小，但无疑开风气之先。１９７３ 年，帛书《春秋事语》在长

沙马王堆出土，受到学者普遍关注。《春秋事语》共 １６ 章，可辨识的文字约 ２０００ 余字，记事多与《左

传》相证，但言论则有不同。１９７４ 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裘锡圭和唐兰都指出《左传》

和《春秋事语》之间有一定关系（《文物》１９７４ 年第 ９ 期）。张政?《〈春秋事语〉解题》对帛书《春秋事

语》的 １６ 章逐一做了解题（《文物》１９７７ 年第 １ 期）。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

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通过五条证据，坚持《春秋事语》中的史事出自

刘歆伪造，还是属于臆断（１９７８）。郑良树《〈春秋事语〉校释》在《竹简帛书论文集》中的发表（中华书

局 １９８２），为研究《左传》等先秦典籍提供了方便。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

（１９８９）一文，则说明帛书《春秋事语》是从《左传》内容简化而来，以证明《左传》并非刘歆伪造。显

然，学者们开始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左传》等先秦典籍。这表明学术研究方法大变革的时代已经

到来。

１９８０ 年代，《左传》文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人物研究首当其冲。何新文《左传的写人艺术》认为

《左传》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观点新颖，是同类文章中的佼佼者（１９８４）。汪道伦《从踵事增华到

虚实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探微》较早论述了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之间的

关系（１９８５）。张新科《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到〈史记〉》则以《左传》、《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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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张汉东《〈左传〉及其向〈春秋〉学的演变》、徐相霖《试论汉代〈春秋〉“公羊学”与“左氏学”论战的实质》、张舒亚《论

汉代〈春秋〉三传的官学之争》、杨博文《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振甫《〈东莱博议〉的议论》、王更生《历代左传学》、晁岳

佩《郝氏〈春秋〉两种评介———论郝懿行的〈春秋〉学》、刘雨民《经学与中国文化》等。

经学在台湾一直是显学。１９８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台北师大就召开了第一届经学学术研讨会。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友
谊出版社 １９８８），对比分析三传解释经义的得与失，无疑有助于对《春秋》经“微言大义”的正确理解和阐释。宋鼎宗《春秋宋学
发微》（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８６），对两宋 ３３ 个春秋名家逐一进行考述，脉络清楚。此外，尚有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１９８８）、
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著目录（１９０２—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叶政欣《汉儒贾逵之春秋左氏学》（１９８３）和谢秀文《春秋三传考异》
（１９８５）等经学著作。



和《史记》为主要依据，首次探讨了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问题（１９８８）。但从整体来看，人物研

究还处在单个的、著名的、正面人物身上，只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缺乏全面和整体研究。同时，由于

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从 １９７０ 年代末开始，《左传》文体研究逐渐出现①。如，吴长庚《〈左传〉与

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从内容和形式、人物形象、表现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左传》对中国古代小说的

起源和发展的影响（１９８２）；孙绿怡《〈左传〉中传说的文学特点———兼评“失之诬”说》对《左传》的文

学叙事成就大加赞赏（１９８６）；美籍华人王靖宇《左传与传统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采用

西方比较文学的观点，将《左传》纳入叙事文研究领域，并与《水浒传》和《红楼梦》相提并论。至于沈

玉成《从文学角度看〈左传〉》（１９８４），则是对《左传》文学性的整体把握。不过，纯粹将《左传》纳入叙

事文研究领域，并用叙事文的故事、人物、观察点、语言来分析《左传》，眼光虽然新颖，但是显然无视

《左传》本身具有的经史特质，容易误读《左传》。另外，《左传》的赋诗研究零星出现，如夏承焘《“采

诗”和“赋诗’》（１９８１）、邢天寄《春秋时期的赋诗和引诗》（１９８３）、张汉东《从〈左传〉看孔子删〈诗〉痕

迹》（１９８５）、王扶汉《〈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１９８９）和台湾学者奚敏芳《左传赋诗引诗之研究》

（１９８３）等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成果，表明《左传》已经逐渐走向文学文化研究的道路。

１９８０ 年代，《左传》语言研究开始细化，涉及《左传》的训诂、具体副词和基本语法等方面，而何乐

士《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侧重比较《左传》和《史记》的语法特点，让人耳

目一新。何乐士的另一文《论〈左传〉前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古汉语研究》创刊号 １９８８），从

语法角度证明《左传》“不可能由后人伪造，因为后人不可能伪造出隐含在语言内部的合乎历史规律

的发展变化”，有力批驳了刘歆伪造《左传》说，确实另辟蹊径。１９９４ 年，作者又撰写《再论〈左传〉前

八公与后四公的语法差异———〈左传〉内部语法、语汇特点的比较》，再次重申观点，无疑给后人指出

一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春秋》经传的正确道路。何乐士后将论文结集为《〈左传〉虚词研究》（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８９），代表 １９８０ 年代《左传》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台湾学者程南洲《春秋左传贾逵注与

杜预注之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８２），则从训诂学入手考证贾逵注与杜预注的异同，认为二

者各有价值，不可重此轻彼。

１９８０ 年代，在《左传》注译本方面，除了杨伯峻和沈玉成的著作外，还有一些较佳者。如冯作民

《白话左传》（岳麓书社 １９８８），依鲁国国君纪年顺序编排，译文流畅通俗，是《左传》普及读本。台湾

学者李宗侗《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则是注译兼释本，注释尽量参照杜预、郑

玄等大家注解，译文力求直译，代表台湾《左传》译注的新成果。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华

书局 １９８８）则对了解《春秋左传》中的人名、地名以及事物等大有帮助，也体现出杨伯峻独特的古籍

整理方法，即李解民概括的“注文、译文、字典三位一体的古籍整理方法”②。

（二） １９９０ 年代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蒸蒸日上，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更让国人信心大增，山东亦举办了

四次与《左传》相关的学术活动，即：１９９０ 年泰安市郾城县成立左丘明研究所；１９９１ 年泰安市举办“左

丘明与‘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４ 日，淄博市张店召开“《春秋》经传国际学术

讨论会”；１９９８ 年年底，肥城市石横镇支持地方左丘明后裔成立“史圣左丘明故里丘氏宗亲联谊总

会”。同时，港台也积极举办相关学术会议，如 １９９４ 年香港大学举办“第一届《左传》国际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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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美国学者 Ｒｏｎａｌｄ Ｃ． Ｅｇａｎ《〈左传〉的叙事》、伊根撰、张端穗译《〈左传〉中的叙事文》、易平《左传中的传记体雏形》、郑
君华《〈左传〉：长篇叙事文学的雏形》、戴伟华《〈左传〉“言语”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影响》、吴功正《传记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审美

关系》、美国学者 ＢｕｒｔｏｎＷａｓｔｏｎ译作《〈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选篇》、曾广开《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文学观》等。
李解民：《注文·译文·词典———杨伯峻古籍整理方法试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１０ 页。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９ 日，台北大学中文系经学研究会与中研院文哲所合办中国经学研究会第一届学

术研究会等，从而使《左传》与左丘明研究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同时，从七、八十年代起，大批先秦文

物渐次出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于文献缺乏而引起的对古籍常识、真伪等问题的简单错误

定性，并给习惯“疑古”的人们极大的思想观念的冲击。１９９２ 年，李学勤明确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推动新的学风，提倡资料整理与史事融通二者相结合，解释历史、重建历史，此一用意，在世纪之交推

演成“回归原典”的学术需求①。于是，在对待传统经典的问题上，人们由“不能轻信”过渡到“不可轻

疑”，故《左传》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左传》是《春秋》之传”、“左丘明作《左传》”等又被重提，并由此

推动《左传》研究走向深入。

在《左传》经史之争中，多数学者认为在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左传》非《春秋》之传的前提下，仍坚

持这些古己有之的传统说法。因此，《左传》是解经之作的观点渐占上风，并出现了几部著作，如沈玉

成《春秋左传学史稿》认为《左传》本为解释《春秋》而创作，采用的是“以事解经”的方式，同时兼具直

接解经的内容，解经内容服务于叙事，而《左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与经文完全对应，并通过解释

经义或补充史实解释《春秋》大义。这种解释方式不同于《公》、《?》，而更能体现其史学及文学上的

伟大成就，而否认《左传》为《春秋》之传，是西汉末的今文博士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学术上的成见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台湾学者张素卿著的《解经与叙事———〈左传〉经解研究》以“《左传》解释

《春秋》”为中心，分别就解释、叙事、经解与正名逐章深入论述，论述了《左传》的解经性质及其叙事

在经学解释上的意义，眼光独到，无疑继承了古文经学的衣钵（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赵生

群《春秋经传研究》直接针对赵光贤的观点，运用统计法，分别就《左传》“依经立传”、“无经之传”、

“有经无传”、“以事解经”、“三传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春秋》大义存乎事实”诸问题细致分析，

阐明《左传》实为解经而作这一根本问题，并进一步论证《春秋》与《左传》二者互为表里，不能割裂

（１９９８ 年博士论文，２０００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路新生著的《驳刘逢禄〈左氏〉不传〈春秋〉说》则

从“刘歆伪作说”的源头刘逢禄入手，申明《左传》是《春秋》之传这一主流观点（１９９８）。不过，还是有

一小部分学者直接承袭 １９８０ 年代赵光贤与胡念贻等人的论点，通过《左传》中很少有直接解经的文

字这一事实，坚持《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实为后人窜入。如孙绿怡著的《〈左传〉非经之传》认为就是

抽出《左传》中的解经之语，《左传》仍然是十分连贯的分年记事史书，是杜预从形式上将《左传》与

《春秋》联系在一起（１９９７）。李小成著的《〈左传〉非〈春秋〉之传》也认为《左传》现在的流行本定非

原本，有一个后人增删并杂入的过程，解经之句也是强行加入的，《左传》当为综合各国史料，并加入

了其他来源的材料汇编而成（１９９９）。雷戈《史为一家》则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左传》非《春秋》之

传（１９９９）。邬锡非《〈左传〉争议诸说述评》对 ２０ 世纪以来《左传》争议数家诸说以简表形式列出

（１９９２）。刘示范《〈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１９９６）又对“《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

会”参会各家的经传观点进行了整理。因此，《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１９９０ 年代仍未达到共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又将眼光投向《春秋》三传及其文本，试图通过对具体内容、思想及艺术的

发掘与整理，来探究经传之间的关系，但收效并不大。在此基础上，逐渐出现《左传》与《国语》、《尚

书》、《诗经》、《穆天子传》、《战国策》、《史记》、《说文》等与《左传》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典籍的对比研

究，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整体看，研究仍局限在人物、语言、文体、战争、外交辞令等文学艺术方面，缺

乏史的宏观把握。而对比研究的范围也日渐向后世典籍拓展，如显懋《〈左传〉战争描写对〈三国演

义〉的影响》（１９９２）就是一例。这彰显出《左传》在历史上的较大影响和潜在的文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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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军凤：《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一一近三十年来〈左传〉研究述评》，《文学前沿》第 １２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２５４ 页。



在《左传》的作者和时间方面，张平辙《〈春秋左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认为现在所见的《春秋》原

为季孙氏费国史记，季孙氏于战国初期从鲁国分裂并建都于费，依附于费君的曾申以《春秋》为教材，

以其讲义为《传》，即为后世流传的《左传》，又驳曾申授自左丘明，故认为《左传》是孔门弟子所作

（１９９０）。桑秋杰《〈左传〉作者及作者姓氏考》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只是经过曾申、吴起等人的

增饰附益，从这一意义上说《左传》“成于众手”也是正确的（１９９５）。牛鸿恩《论〈左传〉的成书年代》

对杨伯峻和赵光贤等人所持的战国说做了修订和补充，认为《左传》最晚在公元前 ３６０ 年至前 ３５５ 年

之间写成，作者当是左姓吴期（１９９４）。林语堂《〈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认为

《左传》并非鲁语，《左传》有自己一贯的音理系统，其地名、人名所用的通假字自成系统，代表了一种

方音的声势，当成书于获麟（前 ４８１）后五十年（１９９２）。至于《左传》的材料来源，王和《〈左传〉的材

料来源》认为有二，即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事笔记和流行于战国前的关于春秋史事的传闻（１９９３）。

历史研究的重点仍然在制度研究，但已经从 １９８０ 年代的经济、土地、城市等传统制度问题过渡

到政治、文化、礼仪、赋税、婚姻、道德等具体制度建设方面。如，潘雨廷《左传与春秋易学》认为《左

传》、《国语》记载的筮例仍是《周易》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１９９１）；叶友琛《就〈左传〉论春秋时期礼

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特征》通过对《左传》引“礼”进行研究，深入探讨春秋时代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特征

（１９９８）；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凭借《左传》中记载的大量丰富材料，对《周礼》在春秋时期的演变进

行了研究，多有新见（湖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童教英《从〈左传〉看春秋时期非婚生子的身份和地位》

则以《左传》的一些记述为主要材料，借以论述春秋时期非婚生子的身份地位及其成因（１９９８）。此

外，还有对地名、人物、姓氏、武器、军事术语、民族历史、注释及《左传》史学史的考辩与研究等，如陈

奇猷《也谈“爰田”》利用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并对先秦文献进行考察，认为这种“爰田”与一般的赏

田不同，有其特殊的定制，可成一说（１９９４）。陈建梁《从文献与考古学角度论〈左传〉中的“大屈”》应

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左传·昭公七年》中的“大屈”作出了解释，认为服虔之说实为可取（１９９５）。

这些研究虽然琐碎，但无疑澄清了《左传》本身存在的一些细节问题。

１９９０ 年代，《左传》文学文化研究更加热闹。人物研究已逐渐朝着人物形象的整体化和系统化迈

进，如郭丹《〈左传〉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意义》（１９９１）和白显鹏《论〈左传〉家族人物群像》（１９９８）等，

显然是从系列形象和家族形象入手来分析。台湾学者程发轫《春秋人谱》（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统

计出春秋时代的世族 ２１５ 个，并对春秋人物做了综述。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１９９２）将《左传》中描写的众多历史人物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即“‘累积型’人物形象”和“‘闪

现型’人物形象”，就非常有见地。在西方理论的作用下，美籍华人王靖宇著《中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

范———〈左传〉》（１９９１）在 １９９０ 年代流行一时。在其影响下，出现曾海龙《论〈左传〉对编年记事的贡

献》（１９９３）、李梦奎《论〈左传〉的长篇叙事文学特征》（１９９５）和刘立文《论〈左传〉文本的史诗性整

一》（１９９７）、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９）等论述。不过，将《左传》仅视为小说，弊端

不言而喻。同时，《左传》的外交辞令、叙述艺术、俗谚、民谣、寓言、宗教、军事等方面，也有一批论文，

但总体看还是显得薄弱，缺乏宏观把握和深入论述。新颖的是，《左传》赋诗研究成了港台地区的研

究热点，产生一批专著，如台湾学者张素卿《左传称诗研究》（台湾大学出版 １９９１），以赋诗活动为主

题，探讨了春秋时代的诗学风尚，认为赋诗活动重在断章取义，且与政治紧密相联。后又著《叙事与

解释———〈左传〉经解研究》（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和《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

“新疏”的脉络》（台北里仁书局 ２００７）二书，对《左传》的叙事和清代《左传》学进行细致研究，多有新

见。台湾学者曾勤良《左传引诗赋诗之诗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３）广征博引，逐条论析，资料

翔实，考证严密，是台湾在《左传》赋诗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大陆的刘丽文《从〈左传〉看孔子的

“〈诗〉可以观”》在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左传》引诗多为《雅》、《颂》及《周南》、《召南》，此外就是《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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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以及郑、卫之诗，并分析了原因（１９９９）。董治安《从〈左传〉、〈国语〉看“诗三百”在春秋时期的流

传》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揭示了先秦时期《诗》的流传过程及文化传统和政治因素对用《诗》的影响

（１９９１）。聂言之、鲁洪生《简论春秋赋诗言志》则全面论述了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形式、原则、方法、

功用等内容（１９９５）。显然，港台地区的文学文化建设比大陆更好，也更早从文学文化视角关注《左

传》，成绩也更突出。

１９９０年代，学术史研究渐趋丰盛，并在方孝岳《左传通论》（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１）和钱锺书《左传

正义》（１９７９）的基础上，产生了几部完整的著作，如沈玉成、刘宁所著《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２）和台湾学者浦卫忠《春秋三传综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５）就是其中的代表。《春秋左传

学史稿》采用了史的研究方法，注意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左传》，并始终贯穿着朴学思想，视野广阔，成就

突出。但限于时代原因，作者无法获得全面的《左传》学研究资料，忽略了国外和台湾、香港及大陆地区

的一些《左传》学研究成果；又由于将《左传》纳入文学和文献的研究范畴，故对《左传》史学等的成果涉

及较少，而其一些观点仍值得商榷，如认为“《左传》是解经之说”，但这一观点遭到赵光贤的反驳。刘宁

在第十二章曾评论赵光贤的《左传编撰考》，赵光贤却认为误解了自己的观点，详见赵光贤《左传和春秋

是什么关系？———评沈玉成著〈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十二章》（《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４ 年第 ４ 期）。不过，

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春秋左传学史稿》无疑是一部开山之作。浦卫忠对《左传》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进行了

研究，颇有创见，如作者认为《左传》的作者与孔门并无关系，也反对“刘歆伪作说”。此外，除了杜预和

刘师培等《左传》学史上的大家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宋代，如张卫中《吕祖谦〈左传〉研究论

析》（１９９２）就填补了《左传》宋学研究的空白。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是较

早对汉代《春秋》学史进行研究的专著，书中对《左传》学的研究也慧眼独具；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从政治学角度对两汉经学进行阐述；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则将

公羊学资源和现代政治理念结合起来。至于何耿镛《经学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虽然对经学史

进行了简单勾勒，但是并没有涉及近现代经学，略显遗憾。

１９９０ 年代的语言研究，除传统的《左传》介词、副词、名词和语法等的研究外，在经今古文之争的

大环境下，学界开始关注被古文经学冷落的现存第一部注本杜预注本，并出现几篇较好的论文，如董

莲池《〈左传〉杜注对句法现象的揭示》（１９９３）、袁丹《〈左传〉杜注所揭示的特殊语法现象类析》

（１９９６）、刘光明《〈左传〉杜注的语法研究》（１９９８）等，都从语言角度对杜预注疏进行辩证研究，视角

新颖。台湾学者郭鹏飞《洪亮吉左传诂評正》（香港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６），则从训诘学和词汇学入手，对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做了疏证。

１９９０ 年代的《左传》注译本，虽然没到达到 １９８０ 年代的高度，但也出现了一些较好的读本，如：王

守谦、金秀珍、王凤春译注《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集原文、注释和译文于一体，参考和借

鉴了历代《左传》研究者的著述，而在翻译方面，则参照和吸收了沈玉成《左传译文》的成果。胡志挥

英译、陈克炯今译《汉英对照·左传》在翻译过程中，力求逐句直译，语言流畅，且尽可能地参考了古

代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可泓《左传名句选译》，选取了《左传》中 ９５ 则名句加以注释，按鲁国

国君纪年顺序排列，易于读者阅读。顾宝田、陈福林《左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５）以鲁国

１２ 公为顺序，综合运用 ２０ 世纪来的《左传》译注成果，论述鲁国及主要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

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举措和变革，力图展现出春秋时期的历史全貌。

（三） 新世纪时期

进入 ２１ 世纪后，《左传》研究从成果数量和研究队伍上看，都有量的增加。一大批 ５０ 后、６０ 后学

者成了研究的主体，一些 ７０ 后的年轻学者也锋芒毕露。同时，各种关于《左传》和“左丘明”的学术研

１５４



讨会先后展开，如：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 日至 ４ 日，山东肥城市召开了左丘明文化研讨会暨丘氏宗亲寻根认

祖大会，并成立了“左丘明文化研究会”。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广东梅州市嘉应大学召开“先贤左丘明

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２ 年 ９ 月，海内外丘氏在深圳成立“中华丘氏宗亲联谊总会”和“国际左丘明文化

研究会”。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６ 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经学研究中心和新加坡大学中文系联

合举办“首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３０ 日，西北大学文学院与清华大学历史系

在西安联合举办“第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 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及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２００８《春秋》《左传》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北京语言大学召开“２００９ 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１１ 月

７ 日至 １０ 日，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和厦门总商会共同主办“第三届中国

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显然，《左传》研究已经呈现出组织化、系统化、制度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新世纪的学术思想更为多元，学术观点也更趋辩证。在《左传》的基本问题上，学界显得更为谨

慎。值得注意的是，经传之争仍然存在，但有些显得直白，如晃天义《〈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

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２００２）一文，反对杜预、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相传的“经承旧史”

说，认同今文经学皮瑞锡“孔子作《春秋》”的观点。而有一些则显得隐晦，如对《左传》的称名之争就

属此类。《左传》的称名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古文经学认为其称“传”，是《春秋》之传，

今文经学坚持其名《左氏春秋》，只是一部史书。王红霞《〈左传〉称名略说》、《“春秋”称名管见》认

为从《左氏春秋》到《左传》的过程不是孤立的，是整个经学体系建构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刘歆

将《左氏春秋》的名称改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为《左传》，而《左传》由“经”到“传”的转变，本是

伴随着古文经学兴起而最终形成的（２００４）。罗军凤《〈左氏春秋〉的撰作与流传》也认为《左传》“传”

之名称的由来，是争立学官的副产品，也是今古文之争中今文学胜利的象征（２００８）。姚曼波重提《左

传》的作者是孔子的观点，也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①。２００１ 年，姚曼波发表《孔子作〈春秋传〉史实

考》，后结集成《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引起学界对《左传》作者的广泛论争②。牛鸿恩

《厌弃〈春秋〉尊〈左传〉———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２００２）、《“弑君三十六，亡

国五十二”考实———兼驳“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说”》（２００３）、《先入为主的主观体

认———三驳所谓“孔子作〈春秋〉传”》（２００６）、黄觉弘《〈左传〉先秦授受世系之由来辨伪》（２００２）、

《吴起与〈左传〉之关系辨正》（２００４）、《“孔子作〈左传〉说”再议》（２００５）、《刘歆争立〈左传〉始末略

论》（２００５）、《〈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２００６）等文持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姚曼波毫不示弱，相继发

表《从〈左传〉〈国语〉考孔子“笔削”〈春秋〉义法──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之二》（２００１）、《孔

子“修〈春秋经〉”之说乃“乌有之谈”———二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２００２）、《再论孔子作〈左传〉蓝

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２００２）、《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

“驳议”》（２００４）、《孔子传〈易〉与作〈春秋〉的关系新论》（２００６）等文坚决予以反击。期间，张京华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２００１）、刘丽文《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２００４）、宁

登国《〈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辨正》（２００６）、任晓锋《由〈左传〉内容看该书作者之歧争》（２００６）等文，

都有意无意地加入论争，前后持续五年，成为一时热点。同时，丘氏家族清代族谱《〈左传〉精舍志》的

发现，为研究左丘明提供了新的线索。张为民、张均林《左丘明姓氏推考》利用这一资料，从古代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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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毛起认为孔子作《春秋》，仅摘录整理自鲁史，而其真正的著作是以史事阐发《春秋》大义的《左传》，而七十子之徒将最

初口说相传的传旨形于竹帛，竹帛所著之言原为孔子所述（《春秋总论初稿》，１９３５）。此后近 ６０ 年，孔子作《左传》说颇为沉
寂。

戴维《春秋学史》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以诸国历史纪年文献而汇编的编年史，而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评论，

是通过引“君子曰”、“仲尼曰”或“礼”而实现的。而这些评论，应为《左传》原文，其后的《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中大部分内

容是利用史实以达到阐述自己观点的目的（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氏制度入手，推考左丘明一族的姓氏经历了一个初以丘为氏，后以左为氏，再复以丘为氏的过程，左

丘明本人处在以左为氏的阶段（２００１）。但是《〈左传〉精舍志》的可信度不为世所重，故左丘明的姓

氏问题，仍将是学者持续争论的焦点。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黄觉弘发表《〈左传〉成书秦汉说及

代有增益说综考》（２００６）、《〈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２００６）、《〈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２００８）等系

列论文，逐一列举各派学者的代表学说，于《左传》研究大有帮助。而在《左传》和《国语》的关系上，

语言学家白兆麟《〈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对比》将《国语》与《左传》中的假设复句进行比较，得出

《国语》将近 ３４０ 句复句，而《左传》共有 ５６０ 余句，假设复句中二者相同部分与相异部分各有特点，其

用法与现代用法亦有不同（２０００）。刘丽文《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认为左丘明确实是

《左传》和《国语》的编纂者，只不过作为《左传》原本的《国语》已经失传（２００４）。

新世纪以来，《春秋》经传研究持续升温。经过建国前 ３０ 年的沉寂、隔膜、批判和后 ２０ 年的反思

后，学者们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评判传统经学，使古老经学重新焕发出光彩，并出现一批颇有

价值的《春秋》经传研究论著。其中，有对经学史的专门考察，如范文澜《经学史讲演录》、李学勤《重

写经学史》、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吴雁南等主编《中国经学史》、彭林主编《经学研究论文选》、

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美）萧公权著、汪荣祖

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刘黎明《〈春秋〉经传

研究》（巴蜀书社 ２００８）、晁岳佩《春秋三传要义解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８）、周远斌《儒家伦理

与〈春秋〉叙事》（齐鲁书社 ２００８）等。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既对历代《春秋》

和《左传》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又对《左传》作者、成书年代、编撰过程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

一部完整的《左传》学史汇编本。同时，对断代经学的探究，已经不限于经学繁荣期的汉、唐、宋和清

代，开始关注建安、两晋南北朝、元、明等时代，如黄觉弘《〈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２００７）、周国琴

《元儒程端学对〈春秋〉三传的辩驳》（２００７）、张德建《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２００８）和台湾

学者沈秋雄《三国两晋南北朝〈春秋左传〉学佚书考》（台北国立编译馆 ２０００）等，积极开拓经学新视

野。对著名经学家的评述，也不再限于杜预、吕祖谦、刘逢禄、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经学大

家，逐渐出现贾谊、庾信、啖赵、刘敞、苏轼、胡安国、洪亮吉、沈钦韩、王运等其他人物，并对其经学

贡献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可贵的是，对某一地域经学的局部审视开始出现，如姚文造《论徽州学

者的〈春秋〉学研究》（２００７）、谭锐《四川历代〈春秋〉学略论》（２００９）等文，无疑对地域文化的建设具

有积极意义。这一时期，出现了全面总结 ２０ 世纪《左传》研究历程的学术论文，如赵长征《２０ 世纪

〈左传〉研究概述》（２０００）、梁涛《２０ 世纪以来〈左传〉、〈国语〉成书、作者及性质的讨论》（２００５）、周书

灿《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２００７）、罗军凤《走出疑古时代的〈左传〉学研究一一近三十年来

〈左传〉研究述评》（２００７）、刘丽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左传〉研究综述》（２００９）、陶然《近三十年

来〈左传〉研究概述》（２０１０）、肖锋《百年“春秋笔法”研究述评》（２００６）、赵庆运《近代〈春秋〉学研究

述略》（２００７）、台湾学者张素卿《清代汉学与左传学》（台北里仁书局 ２００７）和张高评《台湾近五十年

来〈春秋〉经传研究综述》（２００４）及《〈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等，都对一

定时期内的《左传》学史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新世纪的《左传》历史研究，重点仍在对制度的考释。过常宝《〈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一文，利用杜注中有关史官记录的礼制材料，提出史官所记简和策的内容分工都由制度明文规定，故

认为《左传》材料的记载是史官文化的一部分（２００４）。张岩《战国文体渊源考略———兼谈〈国语〉的

史料来源和成书情况》，在存世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的佐证下，分析了《左传》中的讥语、劝谏、赞语、

问答等四种文体的内部结构，认为其属于传统“语”体，从语体史料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思路

（２００４）。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从礼乐文化角度对春秋辞令的形态、产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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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进行阐释。其他考释，则涉及礼仪、政治、婚姻、法律、外交、土地、历法、卜筮、方士、人物、铭

文、《左传》史学地位、史学观念等方面。此外，还有将《左传》和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如赵绪磊《〈左

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编年体异同》（２００５）和丁太勰《关于〈左传〉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几点比

较》（２００７）等，显得较为新颖。对《左传》传播学的研究也是时尚话题，有杨钊《论〈左传〉“诗以言志”

的传播学思想》（２００７）和赵奉蓉《战国诸子对〈左传〉的传播》（２０１０）等论文。从整体来看，除了制度

考释范围的不断拓展外，生态建设、养生理论和廉政建设等与时代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也进入研究

视域，出现了王春阳《从〈左传〉“雩礼”看春秋时期的生态变化》（２００４）、李雁蓉《〈左传〉中的水旱灾

害》（２００５）、姜奕轲《从〈左传〉看中医基本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轨迹》（２００８）和侯素利《论〈左传〉中

的贿赂现象》（２００５）等论文，说明新世纪的《左传》研究角度日益细微。

新世纪《左传》的文学文化研究很丰盛，而人物、文体、对比研究则更加突出。人物研究中，除了

女性、家族、士人等人物群象外，还出现一些概述性论文，如何新文《关于〈左传〉的人物评论》

（２００４）、何新文、张群《现当代的〈左传〉人物研究》（２００４）和潘万木《历史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历

史———从〈左传〉到〈世说新语〉的人物评论》（２００９）等文，都对《左传》人物研究史做了总结与回顾。

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 ２００１）着意分析在《左传》中占有突出地位或有较大影响的重要

人物 １５０ 多人的特点。郭丹《左传国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注重从文学角度研究《左传》的

艺术成就和人物。何新文《〈左传〉人物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则是对《左传》人物的概

论。该书将《左传》的各种人物研究置于春秋时代“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被认识”

的大背景之下去研究，体现出作者多年来对左传人物研究的关注和努力。在西方理论的强大影响

下，文体学研究成了热点，出现了大批论文，既涉及《左传》的预言叙述模式、卜筮叙述模式、编年体结

构叙事、梦叙述、纪事本末体叙述、历史叙事模式、虚饰与史官叙事、童谣类繇辞、经学叙事等叙述模

式，也涉及《左传》的叙事者、叙事特点、叙事艺术、叙事价值、叙述策略、叙事方式、叙事视角，还涉及

小说、策祝仪式、箴文、盟辞等具体叙述文体，角度多样，内容丰富。至于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

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程水金《中国早期历史文化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武汉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等论著，大多将《左传》纳

入叙事文，其不足学者已经指出①。

此外，随着新史学的产生与发展，《左传》经史之争逐渐淡化，学者们更倾向于对《左传》的文史价

值进行深入发掘，与之时代相近的先秦典籍便成为首选，而《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周

易》与《荀子》等便成重点对比对象，出现不少论文。不过，这些研究还是集中在文体学方面，内容较

单一，短期内很难有大的突破。至于《左传》与《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的对比，则多是

论证《左传》对后世创作的影响。同时，还有《左传》与日本文学的对比，如李俄宪《日本文学的形象

和主题与中国题材取舍的关系———以中岛敦〈牛人〉的创作与出典〈左传〉的关系为例》（２００８），属于

对《左传》海外历史文化影响的研究。对比研究的重点，则在《左传》与《诗经》之间展开，涉及引诗、

赋诗、考证、流变、传播等诸多方面。万平在《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中，将“君子曰”引《诗》

的目的归结为“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并概括出六种引《诗》方法加以说明（２０００）。黄金明《春秋赋

诗、言语引诗与孔子〈诗〉论———以礼用为核心的早期诗学观》认为孔子《诗》论以“礼”为核心，与《左

传》等赋诗、引诗体现出的《诗》学观念相一致（２０００）。杨素萍《试论〈左传〉中的引诗、赋诗及其他》

则指出《左传》引诗、赋诗有“断章取义“的特点，并分析了原因（２００１）。台湾学者陈致宏著有《语用

学与〈左传〉外交辞令》（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 ２０００），运用语用学理论来阐释赋诗活动及其语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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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赋诗活动及外交辞令归属为文化、利益、形势、逻辑、情感等多种因素。后又著《语用学与〈左传〉外

交赋诗》，将着眼点从诗转到赋。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２００７），则对百年来的《左传》

赋诗研究做出总结与评判。

《左传》文化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涉及宗教、心理、饮食、服饰、音乐、神话传说、历史传闻、中医

学、美学、巫官文化、史官文化等各方面，尤其是刘丽文和龚留柱的专著，论述更系统、深入。至于张

汉东、邢子民《左丘明与左传》（山东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４）、黄丽丽《左传新论》（黄山书社 ２００８）、鲁毅

《左传考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和邵炳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等专著，则从不同角度对《左传》做出了一定研究。

新世纪的《左传》语言研究，对比的范围增加了，辩证、训诂的力度加强了，不但出现了对胡志挥

《左传》英译本的失误评析、对日本学者《左传会笺》注释的研究和《左传》在西方的译介与研究综述，

而且还有对《左传》谓语动词、介词、句法等的专门研究，说明《左传》语言研究已经向着更细处耕耘。

姚曼波《〈春秋〉考论》从语言学的角度，针对高本汉所持《左传》作者“同鲁国学派没有关系”及“《左

传》或许代表一个更古的时期”等观点，指出高本汉“完全忽视了自古以来被公认为是鲁国人所写的

《春秋经》，正是这部鲁人所修的鲁史中，‘于’字用得最多”；她分别考察《尚书》、《左传》、《国语》等

先秦典籍中“于”、“於”二字的应用情况，认为“时代越晚，作品用‘于’的比例越小。所以，归根到底，

使用二者的频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地域”。单周尧《高本汉〈左传〉作者非鲁人

说质疑》认为先秦典籍的真面目难以恢复，根据今传本中的“于”、“於”等虚词分析《左传》的作者和

语言等问题，本属徒劳之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高本汉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左传》的方法论意

义，有些矫枉过正（２０００）。赵惠君《〈左传〉与〈史记·晋世家〉同义介宾结构比较研究》对两书中的

１０６ 组同义语料中介宾结构的分析，指出介词“补”、“于”在汉代已合流，且以用“於”为常，观点新颖

（２０００）。刘家和《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２００１），以清代古文经学对杜预的否定为前提，充

分论证杜注的经学价值。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则对杜预研究进行了综合评价

（２０１０）。

新世纪的《左传》注释疏证类也有新成绩。如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５），是对清代学者刘文淇一家四世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续作。吴静安继承

刘氏文风、体例、书法、义例，而又能博采众长，并能摆脱刘氏著作中所体现出的门户之见的时代局

限。通观全书，例精义博，实事求是，精审独到，融会贯通。陈戍国《春秋左传校注》（岳麓书社

２００６），既能指出《左传》引文的原意，还能指出《左传》中人物以及后世注家的误解，又采用《礼经》解

说《春秋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人校注的不足。陈世铙译注《左传选译》（凤凰出版集团 ２０１１）共

３３ 篇，约为原文的五分之一，所选篇目大多是历史大事的记述或有代表性的文学名篇。注释参考前

人旧注和今人研究成果，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明白流畅。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对历来《春秋》经传的诸多疑难问题均有所阐发，并对《左传》中体现的礼制、文字、天文、地理

等方面附以精彩的论述，是近些年来的较好注本之一。

四、小　 结

综上，２０ 世纪以来《左传》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不但在文学、历史、哲学、经学、选注选译等方面成

就卓著，而且在中国经学史、文学史、史学史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左传》领域的根本问题

仍存在诸多疑点和再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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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者。《左传》的作者是 ２０ 世纪《左传》研究的重点，学界先后出现“刘歆伪作说”（康有为、崔

述、顾颉刚、钱玄同、蒙文通、徐仁甫等）、“左丘明说”（牟润孙、熊十力、徐复观、方孝岳、胡念贻、沈玉

成、桑秋杰、侯廷章、日本竹添光鸿等）、“非左丘明说”（高本汉、杨伯峻等）、“孔子说”（毛起、姚曼波、

戴维等）、“吴起说”（郭沫若、童书业等）、“子夏说”（钱穆、卫聚贤、徐中舒等）、“鲁国左姓人说”（赵

光贤、黄觉弘等）、“孔门弟子所做”（张平辙）等多种不同说法。按照《史记》和《汉书》等的记载，左丘

明肯定与《左传》有关，且《左传》成书经历了一个过程，正如姚鼐《左传补注序》所说：“《左氏》之书非

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

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吕大圭《春秋或

问》也说：“左氏者，意其世为史官，与圣人同时者丘明也。其后为《春秋》作《传》者，丘明之子孙或其

门弟子也。”此二人的说法对于理解《左传》的作者，应该颇有启发。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作者

不是左丘明之前，将著作权交与左丘明既是明智之举，又是对历史的应有尊重。

２． 成书年代。２０ 世纪以来有“西汉末年说”（康有为、崔述、顾颉刚、钱玄同、蒙文通、徐仁甫等）、

“战国中期说”（胡适、卫聚贤、杨伯峻、朱东润、刘起荱、郑君华、陈茂同、赵光贤、牛鸿恩、日本狩野直

喜、新城新藏等）、“春秋末年说”（胡念贻等）、“代有增益说”（徐中舒、沈玉成、台湾刘正浩等）等多种

观点。随着《左传》研究的不断深化，西汉末年刘歆伪作说已经被完全否定，学者们多倾向于《左传》

非一时一人之作，而在战国中期被写定的观点渐成定论。

３． 迄止年代。１９８０ 年代，学界就对《左传》的迄止年代问题达成了较一致的结论：即《左传》实际

上记述了春秋时期 ２５５ 年的历史，比《春秋》记事多 １３ 年，记事始自鲁隐公元年（前 ７２２），迄于鲁哀公

二十七年（前 ４９３），在最后的记述中涉及到了鲁悼公四年（前 ４６５）和鲁悼公十五年（前 ４５４）的历史

事实，但因这两段历史的记载体例与前文“传”不同，认为此二段历史为《左传》完成后的人所补记。

４． 材料来源。《左传》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现代学者大多认为主要是王室档案和诸国春秋，外

加诸子散文、古史传说和上古神话等先秦史事。出自瞽的口述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左传》

的内容与表现手法。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左传》的古史来源、神话来源与口述历

史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５． 与《国语》的关系。《左传》与《国语》关系问题的讨论，是 ２０ 世纪《左传》与《国语》研究的共

同话题，观点大致分为几类：“一书割裂说”（康有为、梁启超、崔适、钱玄同、胡适等）、“内外传说”（张

孟伦、尹达之等）以及“各不相干说”（章太炎、高本汉、钱穆、冯沅君、童书业、谭家健、王化钰）等。相

比之下，“各不相干说”似乎更有说服力。至于二书的成书年代，目前也没有定论。大体而言，《左传》

与《国语》可能是同时或稍晚出现的，《左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语》的史实记载，是其成书

时所参考的众多普通史料之一。目前，学界似乎热衷从文学文化角度对二书进行对比研究。或许，

从宏观的文史角度积极探寻，可能会有意外收获。

６． 与先秦典籍的关系。为了彻底弄清楚《左传》的来龙去脉，学者们往往选择与之时代相近的

先秦典籍进行对比研究，并成为 １９８０ 年代以来的一个新方向，《周易》、《礼记》、《尚书》、《春秋事

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成为首选对象，但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与文体方面，成就较为单

一。而对比研究的重点，则在《左传》与《诗经》之间展开，涉及引诗、赋诗、考证、流变、传播等诸多方

面。显然，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因此，为了真正彰显《左传》的文史价值，从整体上均衡挖掘《左传》

与先秦典籍，尤其是与“五经”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学界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

７． 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既是《左传》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根本性问

题。古文经学认为是《春秋》之传，今文经学却坚持只是一部史书，而从西汉刘歆开始已经争论了两

千余年。２０ 世纪以来，这一问题仍然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并支撑起现当代的《左传》研究体系。如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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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崔述、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韩席筹、徐中舒、刘起荱、吕思勉、赵光贤、胡念贻、张涤云、孙绿

怡、李小成、雷戈、晃天义与台湾学者顾立三等都认为《左传》只是一部先秦史书，不是《春秋》的传；而

黄侃、李学勤、徐复观、杨向奎、杨伯峻、沈玉成、聂石樵、沈玉成、赵生群与台湾学者张高评、张素卿等

人则坚持《左传》的确是《春秋》之传。因此，《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目前仍未达到一个相对统一

的共识，而在对《左传》的文本研究没有重大突破之前，这一问题仍会长期引起争论。

总之，由于史料的严重匮乏，《左传》的经史身份等诸多问题仍然是 ２１ 世纪研究的难点与焦点。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要想真正解决应该具备三个前提：一是出土文献与相应研究的大突破；二是综合

运用多学科相融合的研究方法，将“疑古”和“信古”辩证地结合起来；三是努力加强对经史的研究力

度，从而在材料、观点与方法之间实现飞跃。其中，尤以第三条为要重。《左传》与经史关系极其密

切，应该说《左传》研究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史研究的成就。如果一味强调《左传》的文学文

化特点，而忽视其经史特质，显然是对《左传》价值的弱化。《左传》兼具经书、史书和文学于一体，而

从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而言，文史哲三体本同根同源。因此，在《左传》研究中，经学、史学与文学相

辅相成，缺一不可。脱离经学与史学的《左传》研究无疑丧失了应有的根基，只关注文学则会把《左

传》学带入狭窄的道路。２１ 世纪呼唤新的治学方法，呼唤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左传》大家，更呼唤由

此而建构起更有学术特色的《左传》学，以此来弘扬民族文化。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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